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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对话：青藏高原史前研究新进展 

杨  锋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4） 

 

内容摘要：首届“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于 2011 年 8 月在成都召开。40

余位参会中外学者涉及传统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生态学、考古测年、

古病理学等学科，显示出当代考古学日益突出的学科交叉趋势，也启发从事青藏高原考古

的学者今后从更多的视角去获得科学的第一手资料。这次会议充分展现了多学科专业视角

与观念交织碰撞的学术活力，不仅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次宝贵的

交流机会，也代表了当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联性日益密切的潮流和趋势。 

关键词：青藏高原  史前研究  生业方式  文化互动  史前文化  多学科  新进展 

一、缘起与概况 

青藏高原是人类生活最具挑战的区域，同时也是迄今为止现代考古学了解最少的区域。

有关青藏高原的史前研究，不仅是国际性的人文学科命题，而且也是与地理、生物、环境

等学科牵涉甚广的自然科学命题。尽管各国学术界对此已形成共识，近年来中外学者也做

了不少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但囿于学科、语言以及政治隔阂，仍缺乏必要的学术交流，

以青藏高原为单元的专门研讨尚属阙如，面对日益增加的考古材料和渐趋纷呈的多学科解

释路径，跨国界、跨学科的对话显得十分必要。 

基于以上认识，经过近两年的精心筹备，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成都召开了 “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美国哈佛燕

京学社的资助，应邀出席的中外学者共 40 余人，其中来自印度 HNB 加瓦大学，尼泊尔王

国政府考古部，不丹王国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德

国马堡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韩国首尔科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国外学者 14 人；来自中国科

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青

海师范大学和西藏、新疆、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和自治区考古机构的国内学者 27 人；专

业领域包括史前考古学、生物地理学、遗传人类学等。会议分 “青藏高原的古环境与古人

类” “青藏高原史前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青藏高原东缘史前文

化研究”“青藏高原与相邻史前文化关系”5 个讨论场次，开展了为期 3 天的研讨，35 位中

外学者展示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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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旨演讲：农民、牧民与狩猎采集者的互动的复杂性 

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 Ofer Bar-Yosef 教授为本次会议发表了主旨演

讲。Ofer 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研究的地域横跨旧大陆的西亚与东亚，时段覆

盖旧石器与新石器，在世界考古学界享有盛名。虽截至目前，Ofer 教授的研究并未介入青

藏高原，但以其研究多年并建树良多的西亚黎凡特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例，阐述了植物、动

物和房屋遗存所反映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他提醒考古学家注意，属于不同人群

的生产资料极有可能在单一遗址的单一地层中混杂，需要使用特别的方法去识别农民、牧

民及狩猎采集者的身份，以解读不同社群之间的变换，克服潜在误读。 

Ofer 教授提出，农业及畜牧业出现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使得狩猎采集者的领地减少，

逐渐退居生态边缘地带；而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关系要么彼此依赖，要么彼此取代。这在考

古学上表现为一方临时占据另一方社群的领地。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些不同的社群

之间的变换并非易事，要特别注意这些群体间可能存在的不同经济和社会结构。他举例说，

狩猎采集者通常也收获植物，但是通常聚居在小群体内；农民除饲养家畜外也从事狩猎，

还采集、移栽、种植那些能提供主食的植物（如粟、大米等）；牧民通常依赖于用他们的畜

牧产品来交换粮食，除了放牧以外他们也会狩猎。因此，在发掘现场对地层细节的精当把

握，是揭开史前文化演进的关键所在。 

Ofer 教授提出，在生态交错地带，以下两种情况相当常见： 

第一，当农民占据了原狩猎采集者的领地，他们在开挖地基建房修窖掘墓时，并不会

注意地表的遗物。于是早前狩猎采集者所使用的细石叶工业元素（包括石核和小石叶）便

可能与农民使用的斧、锛、铲、刀等混合在一起。狩猎采集者捕杀的野生动物的骨头也成

为偶尔捕猎的农民废弃垃圾的一部分。同样的情形也可能涉及炭化植物，会令考古判读难

上加难。第二，当牧民占据了一个先前的农耕社区时，他们饲养的家畜遗骸会和早期农业

社群遗留的动物遗骸混在一起，因此，山羊（或绵羊）的遗骸可能和其他被农民饲养动物

的遗骸混起来，但猪的遗骸事实上可能还属于先前的农民。 

所以，Ofer 教授提醒考古学家应当考虑到不同经济类型的生产资料混合的潜在可能性，

并提出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克服潜在的误读： 

其一，注意甄别新占据者的物质资料证据并选择性地进行微观形态的采样，此举可以

揭示遗址曾被多次地全部或部分居住的过程； 

其二，测试骨头、种子、果实这类短生命周期样品的年代，从而得知不同的占据阶段，

进而发现其中明确的年代间隙。 

其三，运用同位素技术来鉴定动物的饮食（如吃 C3 或是 C4 植物），来帮助分辨哪些

动物是用本地植物饲养的，哪些动物是从远处带回的。 

其四，注意居址的形态差别，与牧民存在贸易关系的农业社群中的贸易群体可能会建

造营地，但其形状会不同于那些流动群体建造的营地，后者基本上是圆形的。 

虽然 Ofer 教授所举的例子均是西亚地区的“他山之石”，但却提供了“可以攻玉”的

利器。特别是考虑到青藏高原突出的生态多样性和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史前生业抉择策

略也必然相当多元化，如果能注意到上述 Ofer 教授提出的考古地层中遗物的复杂性，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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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将某些特定遗物和遗迹贴上如“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畜牧经济”的简单标

签，而是要运用多元的技术手段去多维度地思考遗存中蕴涵的多种可能性。 

三、多学科视域下的史前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可谓“国际显学”，特别是在高原地貌演化、气候变迁等方面积累

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但遗憾的是，上述成果并未在目前的考古研

究中得到很好的利用和解读。为此，本次会议专门邀请了多位这一领域前沿的科学家和具

有科技背景的考古学家，期望从多学科的角度提取更多的信息，指示今后青藏高原考古研

究的新路径。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宿兵介绍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对藏族基因测序的研究成

果。他们通过对父系遗传的 Y 染色体的遗传标记单倍型组 O3-M122 的测序分析发现，藏族

人的基因与东亚人接近，但有其独特性。宿教授认为，藏族人群 Y 染色体单倍型中所特有

的 D174 单倍型起源于东亚的南部，其由南向北的迁徙大约发生在距今 5 万～6 万年前，远

早于发生在2.5万～3万年左右的那次大迁徙。而通过藏族高原适应的遗传学机制研究表明，

处于低氧代谢关键位置的 EPAS1 和 EGLN1 基因在藏族人群中有很强的自然选择信号，

EPAS1 基因在藏族人群中发生了很强的自然选择，其时间至少在 1.8 万年以前。这一成果

对关于西藏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的争论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为探讨早期人类拓殖青藏高原

的路线及时间提供了参考。 

由于既往的考古工作开展有限，就使得绝对测年数据在考古遗存的年代判断上显得至

关重要。本次会议有两位学者对青藏高原考古中的测年问题做了讨论。青海省盐湖研究所

的赖忠平研究员认为，碳十四测试中广泛使用的木炭存在着被重复使用和废弃的可能，导

致相应地层年代偏早，他主张应同时运用光释光和碳十四方法，对地层可靠的遗迹单位做

交叉测年，并介绍了这一方法在青海湖地区一系列早期遗址中的运用。初步成果表明，青

海湖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应为距今1.1万～1.3万年，而不是之前一些学者提出的3万～

4 万年。北京大学吴小红教授对昌都卡若遗址的碳十四测年问题做了专门研究。她指出，

卡若遗址目前已累积的碳十四年代有 41 个，在中国新石器考古中是极为罕见的个例。通过

对已发表碳十四年代的系统校正，她发现测年数据显示的遗存分布情况和原报告分期存在

不少矛盾。而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是，碳十四数据表明圆形房屋（5380－4800 CalBP）普遍

早于方形房屋（4800－3640 CalBP）。吴教授指出，根据西亚地区的材料，这可能提示出圆

形房屋可能代表了采集狩猎形态和早期农业形态，而方形房屋是比较完善的农业聚落形态。 

兰州大学的董广辉教授介绍了以 GIS 技术对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的黄河上游谷地史前

遗址的调查成果。通过对 35 个遗址的调查所得文化遗物、碳十四年代测定和遗址的地貌背

景的综合分析，他划分出该区史前文化演变经历了 4 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和 4 个文化断层或

低谷时期，并通过水系和海拔的考察指出，该地区史前文化时空演变过程与气候变化密切

相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Christine Lee 以古病理学的手段分析了东汉

至魏晋时期的青海陶家寨遗址出土的 260 具人骨材料。她指出，人骨上的创伤类型显示陶

家寨先民曾遭遇战争，关节炎和明显的肌肉骨骼特征显示墓主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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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女性的肌肉骨骼上留下了从事过乐器或舞蹈表演的特征，一位男性也许是弓箭制造者。

牙科病理学显示，这些人的食物中导致龋齿产生的碳水化合物较少，而肉类和奶制品较多。

同时，由于食物缺乏营养，许多人贫血和缺少维生素，其原因在于无法得到充足的新鲜果

蔬和水源。她更判断，陶家寨是一处居民有肺结核和麻风病的中国早期遗址，这两种疾病

发生的区域通常人口密度大，且与外界交往密切。综合上述证据可判断，陶家寨居民可能

是一支边境驻军，他们的戍边生活艰苦且危险。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生玳玉（Jade d’Alpoim Gnedes）对西藏两处遗址的植物种子

进行了再研究。研究初步表明，昌都卡若遗址第三期（ca.2500BC）的浮选样本中发现有粟

和黍，而非原报告认为的仅为单一的粟。新的植物考古表明，西藏的穹隆银城遗址同时发

现有皮大麦和青稞，考虑到以往报道的阿里的丁冬遗址发现有 400BC～100BC 的皮大麦，

同时期的尼泊尔 Mebrak 和 Phudzeling 遗址也发现有皮大麦，可判断青藏高原发现的麦类的

年代介于 1500BC～500 BC 之间，通常是裸大麦（青稞），且常伴随小麦一起发现。基于

以上证据，玳玉提出了一个关于栽培作物进入青藏高原地区的假设：约 3500BC 左右粟和黍

被同时引进青藏高原；约 1500BC 或更早时期，青稞和小麦被引进；约 500BC，皮大麦被引

进。她提出，青稞很有可能是从印度、尼泊尔一带经由跨喜马拉雅通道传入青藏高原地区的。 

德国马堡大学的 Georg Miehe 教授以其在研究中亚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历史时所使用的

“树岛理论”，考察了青藏高原全新世初期的人类用火证据，认为在假设动物养殖可追溯到

七八千年前和新石器文明由中东向东西方扩散速度一致的前提下，通过生态学的研究手段

复原青藏高原森林原有的分布范围和草地退化状况，可以推测出原始牧业进入高原的时间

早在距今 7000～8000 年前。 

四、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 

多位奋战在西藏考古田野第一线的考古学者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近年西藏的考古新发

现，并发表了对既有考古资料进行重新解读的新认识。 

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哈比布研究员介绍了近年来西藏的考古工作情况。在“三

普”中，共调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点 4277 处，其中新发现文物点 3013 处、复查文物点

1264 处、消失 17 处。文物点中古遗址类 1379 处，古墓葬类 516 处，古建筑类 1543 处，

石窟寺及石刻类 587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 242 处，其他类 10 处。此外还介

绍了如在澜沧江古水水电站淹没区新发现的 11 处文物点以及萨迦北寺、萨迦南寺、太昭古

城、宗嘎曲德寺等遗址的发掘等情况。 

南京师范大学的汤惠生教授介绍了昆仑山野牛沟新发现的一处细石器地点。发掘表明

有细石核、石片、石叶、刮削器和火塘遗址两处。经碳十四年代测定，两处火塘及其周围

的细石器被认定是距今 7500 年前全新世大暖期时食物搜寻者或漫游狩猎人所留下的遗迹。

对于如何解释青藏高原人类的迁徙问题，汤惠生教授认为由于考古材料的有限，原有的区

系类型分析、聚落考古分析和文化因素分析，均能够做出很好的解释，而以适应性扩散、

定向性选择和竞争性外出为主要内容的“三级跳”理论值得在青藏高原进行验证。 

弗吉尼亚大学的 John Vincent Bellezza 的发言题目为《西藏文物面临危险的现状和急需

保护的重要性》。他结合自己在西藏多年徒步旅行的所见，认为近 20 年来，西藏的考古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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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一直面临诸多危机，其中，盗墓、当地人建筑材料的缺乏、基础建设项目和人为的破坏

是主要原因，对今后西藏考古遗址的保护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李永宪教授讨论了西藏史前岩画的地域特征。他汇集西藏、

印度河上游、青海省和金沙江流域的岩画资料，把青藏高原岩画划分为崖壁、大石、洞穴

和岩下四种遗存形式，并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断代：距今 3000～2000 年为早期岩画阶段，多

用琢刻法；公元 6 世纪及之后为晚期阶段，出现了大量红色涂绘的图像。早期岩画多分布

在西部地区；晚期岩画则以洞穴彩绘岩画为多，主要分布在羌塘高原的湖滨地区。西藏西

部岩画的纹饰、装饰风格、题材等特征表明了其在高原游牧文明与中亚草原文明交流间的

桥梁地位。青藏高原不同区域岩画特征的不同显示其传播路线是由西藏西部高海拔地区到

其他海拔较低地区，西藏西部地区可能是起源地。 

霍巍教授对西藏早期人类居住方式与生业方式的联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西藏史前人类

居址可以分为：以卡若为代表的藏东类型，早期为半地穴式窝棚，晚期为石砌半地穴式房

屋，生业方式偏农业；以丁冬遗址为代表的藏西类型，早期以石砌房屋为主，生业方式偏

向游牧业。晚期以噶尔县门士卡尔东遗址群（穹隆银城）为代表，房屋为石砌，出现了城

墙、城堡，有祭祀遗迹，同时还存在着临时性营地和穴居、毡帐等类型。 

石硕教授认为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呈现出四个大的区域类型：以昌都卡若为代表

的藏东区域类型，以拉萨曲贡为代表的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以雅鲁藏布江下游林

芝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加拉马、红光、墨脱等新石器采集点为代表的藏东南区域类型，

以广泛分布的细石器和岩画、巨石遗迹遗存为代表的藏北及藏西区域类型。这些类型同周

边文化具有一定的联系，文化面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以敦煌文书 P.T.1286、P.T.1288、工布摩崖石刻相关史料、

《韦协》中相关记载等材料考证了关于吐蕃“十二小邦”存在年代的不同说法，认为吐蕃

“十二小邦”的年代是公元 6 世纪末到 7 世纪初期，反映的是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

西藏本部地区小王国分立的情况，而非聂赤赞普之前的部落政权。 

五、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西藏西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近年在尼泊尔北部、印

度西北部陆续有新的考古发现，其中不乏与西藏西部的考古材料处于大致相同时代的遗存。

基于上述背景，在本次会议上“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成为热点，来自印度、尼泊尔、

美国、中国等多位长期在这一区域工作的各国考古学家就各自的发现做了展示，披露了许

多新资料，引起热烈讨论。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Mark Aldenderfer 教授近年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开展田野调查，以

多学科的方法构建了尼泊尔北穆斯塘地区移民的人口迁移模式。通过对 Chokhopani
（1200BC～450BC）、Mebrak（450BC～50AD）和 Samdzong（400AD～500AD）等遗址中

发现的大量人骨进行生物考古学分析，结果显示墓主的年龄段性别分布无规律，多数个体

存在肉体被剥去的痕迹，可能与佛教或中亚地区的仪式有关。与现代人 DNA 的比对及锶

同位素检测表明墓主来自包括印度和青藏高原在内的不同地区。北穆斯塘地区最早的人类

出现距今 5000 年。距今 3000 年前，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人群迁徙的热潮出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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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3 世纪，这种趋向河谷地带的稳定而缓慢的迁徙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 

印度 HNB 加瓦大学 Vinod Nautiyal 教授介绍了印度西北的马拉日墓葬的发掘情况，认

为其中出土的陶器、金面具及犏牛骨骼，都表明与西藏地区之间存在贸易往来。马拉日北

部的皮央东嘎墓地、马拉日南部的斯里那加沿河分布的遗址体现出的诸多共同特征，都表

明人类从河谷向高山地带的迁移。印度 HNB 加瓦大学 R.C.Bhatt 教授的研究围绕发现的金

面具展开，推测为墓主戴面具是马拉日地区独特的风俗，金面具可能是死者生前使用之物，

死后再制作一个作为陪葬品，很有可能是属于皇室成员之物。这表明了早期人群不仅拥有

娴熟的技术，还非常重视仪轨。同时，洞穴墓中出土的陶器风格及其他器物与北安恰尔邦

低海拔地区、斯瓦特河谷地区具有相似性，这表明了马拉日地区在跨喜马拉雅文化交流中

的通道地位及文化交流的多样性。 

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林辉研究员介绍了 2009 年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

林镇托林村西发现的曲踏墓地的情况。该墓地出土有陶器、金器、青铜器、铁器、木器、石

器等类型，涉及生活用具、兵器、装饰品等不同方面，其中 M1 中随葬的金箔人面饰与马拉

日地区发现的金面具之间的关系较为值得关注，在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组合上与噶尔县门士

乡卡尔东及卡尔普墓地、皮央东嘎遗址格林塘墓地基本相同，其年代应在距今 2000 年左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仝涛副研究员以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墓地为例，对前吐蕃时期西

藏西部与南疆的文化联系问题做了详细检视，指出卡尔东墓地丝绸的纹饰和铭文显示了来

自塔里木盆地汉晋时期墓葬的影响因素，墓葬出土物所反映的物质文化面貌和社会生活方

式，具有显著的南疆地区汉晋绿洲城邦文化特点，也有汉文化的因子。墓葬的等级、地理

位置和年代，是确定象雄都城穹窿银城的重要线索。该墓地对研究西藏西部与南疆的交通

和文化联系具有重要价值。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吕红亮副教授以《跨西喜马拉雅史前文化互动》为题，梳

理对比了西藏西部及其周边的早期考古材料，对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作了“长时段”的

重建。他认为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已经拓殖西喜马拉雅山地，早期人类进入青藏高原，

除了东北边的路线外，西部路线更值得关注。而在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克什米尔河谷的定

居农业聚落，一方面受到了来自西亚、中亚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

新石器文化存在密切联系。在早期金属时代，这种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更为密切。除

了多处墓葬所显示的一系列证据之外，西喜马拉雅区域的岩画、大石遗迹同样也表现出强

烈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这当中，跨喜马拉雅的长途贸易扮演着重要角色，反映了喜马拉

雅山区独特的文化景观，为探究考古学中文化互动议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区域案例。 

荷兰莱顿大学的 Manjil Hazarika 博士综合了考古、遗传学和语言学证据，讨论了印度

东北地区史前人群迁徙和文化发展及其与相邻地区的关系，认为印度东北部地区与毗邻的

不丹、西喜马拉雅、中国西藏地区、中国南部及缅甸地区在史前时期就有很广泛的人类迁

徙活动。众多藏缅语系的人群起源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和中国西藏地区,印度东北

部地区在早期农耕社会的产生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六、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史前文化研究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是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源头，一系列的南北向支流水道构成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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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文化交流通道。学术界一般认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史前人群与文化的不断南下，形

成了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使这一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剧烈改变。厘清这一过

程成为青藏高原东缘史前文化研究的关键点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系李水城教授以史前青藏高原东麓和北麓的文化迁徙与互动为中心，认

为中原仰韶中期文化一支沿青藏高原东北麓向西进入西疆，与中亚文化在新疆东部发生接

触并互相影响；另一支从甘南沿青藏高原东麓南下，分别到达成都平原和大渡河流域。这

两个方向上的文化拓殖引发了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交互，对接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通

过西北与西南的通道把中亚、东南亚与中原地区链接起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辉研究员介绍了洮河上游临潭县陈旗磨沟遗址和岷县战旗

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通过这些发掘，他们对洮河上游新石器－青铜时代的文化序列有了

更加明确的认识，齐家文化晚期孕育了寺洼文化因素。而墓地的排列、埋葬方式和殉人现

象等为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社会组织和结构、婚姻家庭形态、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古病理

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还首次发现了墓上封土和中国年代最早的人工制铁。从

出土遗物的特征看，既有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的因素，又有与中原龙山时代和夏商时期及南

方地区文化有关的遗物以及与欧亚草原文化有关的遗物。大量青铜器及少量金器和铁器的

发现为中国早期冶金的起源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乔虹副研究员以卡约文化为中心，从陶器传统的角度研究了

卡约文化与齐家文化及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关系。她指出，卡约文化侈口堆纹罐、大口双

耳罐及彩陶纹样与齐家文化的风格非常接近，说明卡约文化与齐家文化的渊源关系。在其

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同时代的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有着广泛交流

与联系，并互相影响，在陶器上表现出比较多的相似性。中原文化圈的常见器物鼎和鬲，

在卡约文化的遗存也有发现，卡约文化向西发展中与新疆青铜文化有了一定的碰撞，两地

的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对方的文化因素。四川、云南等地青铜文化中的双耳罐等文化

因素，可能是受到卡约文化的影响。 

北京大学的陈玭博基于广河齐家坪遗址 1970 年发掘材料的重新分析整理，复原了当时

发掘的具体情况，并指出遗址中的陶器分有四类，既有典型的齐家文化器物如包括双大耳

罐、高领篮纹罐和夹砂罐，也有一些尚不能归入齐家的器物，所以日后需要讨论的问题包

括不同风格是否代表不同的文化因素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安可（Anke Hein）以青藏高原东麓的凉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

考古资料及其与北方草原文化、川西青铜文化、滇西北文化、蜀文化、汉文化的关系为中

心，分析不同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可能途径、类型、驱动力等问题。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万娇的《从姜维城到银梭岛——浅析横断山脉的文化传播》通过对

岷江上游地区出土的陶器与滇西地区的比较，讨论了藏彝走廊地带史前文化的传播。通过

对岷江上游、大渡河中游和滇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陶器的分析和特点总结，可以

发现两个遗址在文化面貌上有很大的共性。可以说在距今 5000 年前，两地就已经有了相互

的交流，文化传播呈现出从北向南、从高到低的过程。虽然目前还未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中

间环节，但是结合稍晚的资料看，乡城—汉源这一中间地带在二者之间还是有一个衔接。  

四川省博物院的陈剑研究员以川西北高原山地目前所发现的史前遗址文化内涵的不同

来排定史前文化演变的初步序列，认为分为波西下层遗存、营盘山遗存、沙乌都遗存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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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需要创新的考古调查分析方法。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的付罗文（Rowan K.Flad）教授以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布形态研究国际合作项目进展为中

心，探讨适合不同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调查分析方法。 

来自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伯桢教授以 GIS 分析技术对昆明羊甫头遗址进行分析，以

空间统计的方式归纳出墓地的空间结构。通过把随葬品分类，结合墓地平面图，利用 Moran’s 
I 的方法确定墓地的分布状况，用 Local G 的方式协助寻找热点及冷点。这些显示出了 GIS
分析技术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的另一方向，具有启发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第利斯研究员以《小河文化及其多学科研究的最

新进展》为题做了发言，介绍了小河墓地自 2006 年以来的发掘研究情况。初步研究表明,

小河的小麦起源于近东地区；小河牛的遗传构成与近东牛非常接近，其存在本身很可能是

西部欧亚地区驯化牛向东传播的结果。沉积物的分析证明小河文化繁盛期与地区淡水资源

关联密切。出土人骨的 DNA 分析表明小河人群的遗传构成复杂，包括欧洲成分、北亚成

分、中西亚成分、东亚成分和南亚成分。小河墓地与远隔 600 公里的克里雅北方墓地所反

映的诸多文化特征十分接近，相当一部分甚至完全相同，以此推测出两者可能具有相同的

文化传统，甚至可能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来自首尔国立科技大学的金成修女士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认为青藏高原与蒙古高

原之间的河西地区是连接两者的重要通道，自先秦以来北方游牧人群经由这一通道与青藏

高原地区联系频繁，对于这一因素需给予足够重视。 

七、总结：转折中的青藏高原考古 

诚如李永宪教授、付罗文教授在会议闭幕总结中指出的那样，本次会议有如下三个鲜

明特点： 

第一，议题集中。在此之前，在中国曾经召开过四次“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

会”，但讨论时段较长，从史前到历史时期均有涉及，由于学术兴趣分散，未能形成很好的

互动和对话，而本次会议聚焦史前，将需要研究的问题集中，提高了讨论的效率。 

第二，国际化特点。本次会议除了邀请到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学者外，还请到来自印度、

尼泊尔、不丹等国家的考古学者，将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归置于欧亚文明史的背景中来讨论，

分享了许多不为对方所知但关系密切的考古材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第三，多学科特点。参与本次会议的学者除传统考古学者外，还涉及植物考古学、生

物学、地质学、生态学、考古测年、古病理学等学科，显示出当代考古学日益突出的学科

交叉趋势，也启发了从事青藏高原考古的学者今后从更多的视角去获得科学的第一手资料。 

总之，这次会议充分展现了多学科专业视角与观念交织碰撞的学术活力，不仅为来自

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次宝贵的交流机会，也代表了当前人文科学与自然

科学之间关联性日益密切的潮流和趋势。我们相信，其必将成为西藏的考古学发展历程中

的代表性事件之一。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我们可展望，一个研究方法科学化、研究视野国

际化的西藏考古时代正在来临，而我们必将获得更多有关青藏高原史前史的诸多新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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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佛改制：益西沃时代古格王国 
政教合一制析论① 

黄  博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4） 

 

 

内容摘要：古格王国早期诸王倡导的佛教复兴运动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主要

动力，在复兴佛教的同时，古格的统治者也在进行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政制改革。对佛教复

兴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拉喇嘛益西沃事实上也是 10 世纪前后西藏最杰出的政治家。在他

的努力下，古格政权在西藏创立了一套政教两权既高度集中又分工合作的政治运行体制，

这一体制不但在精神生活中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而且有效地解决了统治层内部权力分

配的矛盾，在益西沃和柯热的共同努力下阿里地区初步实现了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并开

启了后世西藏政治中最具特色的政教合一制的先声，对西藏政治和社会的影响都极为深远。 

关键词：益西沃 西藏 古格王国 政教合一 

 

在后弘期初期，阿里地区政教形势的发展对于西藏后来形成独特的政教合一制有着深

远的影响。阿里境内的古格王室发动的佛教复兴运动不但构成了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

的主体内容，同时也最早实践了政教合一、以教治国的新政制。西藏后世的政教合一制的

真正开创者和实践者，是后弘期初期的古格王室的早期诸王，特别是著名的古格国王拉喇

嘛益西沃（ཡེ་ཤེས་འོད），尽管这一新政制实施的范围仅仅局限于阿里一隅之地，历时也并不太

长，但其中孕蕴着的政教关系的新因素却对整个藏族地区都影响深远。追根溯源，不得不

回到 11 世纪前后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后弘期初期的古格王室在佛教事业方面成就巨大，

足以使他们在后世教法史作者的笔下流芳千古。但是像后弘期初期上路弘法那样一个庞大

的宗教文化建设，绝不会仅仅只是宗教事业。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益西沃时代古格政治形势

的发展和其中隐藏着的政制变迁，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在进行着佛教复兴事业的同时，另一

场以佛教思想为指导的政治变革正在古格境内悄然发生。通过复兴佛教进行政治改革，西

藏后世政治史上最具特色的政教合一制在后弘期初期的古格开始了最初的尝试。关于这一

时期政教关系史的详细情况和重要意义，学界尚未引起重视，至今并未有专文讨论过，故

而本文尝试结合相关资料，详加阐发。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藏古格王国早期政教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 12CM015）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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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益西沃时代古格王室的佛教复兴运动 

古格国王拉喇嘛益西沃（947－1024），是后弘期初期上路弘法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行者，

益西沃是西藏后弘期开始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其所处的时代也是西藏佛教复兴的一个激

情高涨的年代，此前后弘期下路弘法已在多康和卫藏兴起；此后在益西沃的倡导下，古格

王室开始大力在境内推行佛教复兴运动，是为藏传佛教史上的后弘期上路弘法。然而藏史

上，从吉德尼玛衮到益西沃之间的古格世系记载相当混乱，有的说益西沃是扎西衮之子，

有的则说是德祖衮之子。持扎西衮之子说的有《红史》《汉藏史集》《娘氏宗教源流》等
①
；

持德祖衮之子说的则有《雅隆尊者教法史》《佛教史大宝藏论》《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

等书
②
。尽管说法不一，但他是吉德尼玛衮的孙子辈的身份则诸书并无异议。此外，藏史著

作中关于柯热和松艾兄弟二人谁是拉喇嘛的记载也颇为混乱，有的认为松艾是益西沃，有

的认为柯热是益西沃。持前说的有《雅隆尊者教法史》等，持后说的有《红史》等
③
，长期

相持不下，后来藏族学者尊胜根据古格故城中大威德殿壁画的题记判定兄长是柯热，而弟

弟松艾就是益西沃
④
。近来发现的 15 世纪中期古格宗教领袖阿旺扎巴所著的《阿里王统记》

是古格前期历史记述中最可信的史料，书中写道： 

君上扎（西）衮（བǦིས་མགོན）娶王后桑噶玛（བɫན་མོ་ཟངས་ཁ་མ），生二子：柯热（ཁོ་རེ）、

松艾（ʁོང་ངེ）。松艾一名赤德松祖赞（ǹི་Ȳེ་ʁང་གɫག་བཙན）。兄柯热（གཅེན་ཁོ་རེ）治普兰，弟

松艾（གཅང་ʁོང་ངེ）治古格。⑤ 

《阿里王统记》的叙述非常清楚，不需多作解释，需要注意的是，它给出了其他史籍中从

未出现过的益西沃的本名松艾之外的另一个名字——“赤德松祖赞”。这是一个典型的吐蕃

王朝时代的赞普名字，吐蕃时代与之相似的赞普名字就有好几个
⑥
。可见阿旺扎巴在阿里所

见到的古格史料远比后弘期卫藏地区写成的各种史书丰富。同时《阿里王统记》在书中明

确地指出弟弟松艾是益西沃，称之为喇嘛菩萨益西沃（ɒ་མ་Ɏང་Șབ་སེམས་དཔའ་ཡེ་ཤསེ་འོད）⑦。 

                                                              
①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5～36 页；达仓

宗巴·班觉桑波：《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14 页； ཉང་ཉི་མ་འོད་ཟེར་Ǽིས་བɬམས། 

《ཆོས་འɏང་མེ་ཏོག་ȡིང་པོ་ɜང་ɬིའི་བȕད》 1988ལོར་བོད་Ȝོ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ǵན་ཁང་གིས་པར་ȭ་བǵན།  ཤ458～459 

② 参见释迦仁钦德：《雅隆尊者教法史》，汤池安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40 页；

布敦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年，第 181 页；དཔའ་བོ་གɫག་ལག་ɋེང་བས་བɬམས།  

《ཆོས་ɏ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Ȫོན》  2006ལོར་མི་རིགས་དཔེ་ǵན་ཁང་གིས་པར་ȭ་བǵན།  ཤ228；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

版社，2000 年，第 148 页。 

③ 释迦仁钦德：《雅隆尊者教法史》，第 40 页；蔡巴·贡噶多吉：《红史》，第 36 页。 
④ 尊胜：《分裂时期的阿里诸王朝世系》，《西藏研究》1990 年第 3 期，第 60 页。 

⑤ ǻ་གེ་མཁན་ཆེན་ངག་དབང་Ǿགས་པས་བɬམས།《མངའ་རིས་Ȅལ་རབས》1996ལོར་ཐོ་ལིང་གɫག་ལག་ཁང་ལོ་གཅིག་Ȫོང་འཁོར་བའི་ Țེས་Ȯན་མཛད་Ȉོའི་གོ་Ȍིག་ཚǑགས་Șང་གིས་པར་ȭ་བǵན།     

ཤ 51 

⑥ 例如与金城公主联婚的赞普赤德祖赞（ǹི་Ȳེ་གɫག་བȦན），文治武功都臻于极盛的赤松德赞（ǹི་ʁོང་Ȳེ་བཙན），

大力弘扬佛教的赤德松赞（ǹི་Ȳེ་ʁོང་བཙན）和赤祖德赞（ǹི་གɫག་Ȳ་ེབཙན），很明显益西沃的“赤德松祖赞”的名字乃

是有意效仿上述的这几位先王。 

⑦ ǻ་གེ་མཁན་ཆེན་ངག་དབང་Ǿགས་པས་བɬམས།《མངའ་རིས་Ȅལ་རབས》 ཤ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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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西沃时代古格政权在佛教复兴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在阿里境内兴建了大量

的佛寺，培植起本地的寺院势力；二是派遣国内青年赴印度留学求法，培养出西藏最早的

一批本地译师；三是从印度迎请佛学大师（班智达）到阿里传教，极大地提高了西藏佛教

的理论水平和修持规范。首先，在佛教寺院的兴建方面，益西沃及其兄弟子侄在境内主持

兴建了一系列的著名寺院，满足了佛教复兴事业对宗教活动场所的需求。吐蕃时代西藏佛

教兴盛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屡经反复，故而佛教寺院本就兴建不多。9 世纪中期吐蕃王朝

发生灭佛事件，随后王朝崩溃，西藏陷入大乱之中，佛教寺院受到严重破坏，到后弘期之

初，各地佛寺稀少，少数残存的寺院也都破败不堪。吐蕃时代佛教寺院最发达的拉萨和桑

耶地区，在奴隶属民大起义后，寺院僧人和属民纷纷逃散，寺院变成乞丐窝，在神殿里建

造炉灶，佛教昔日的神圣场所早已黯然失色。①因此兴建寺院不仅仅是阿里一地之举措，后

弘期开始的时候各地政权首脑首先做的都是恢复或新建佛教寺院。918 年之后卫藏地区在

下路弘法的大潮下先后恢复和重建了一大批寺庙，经过所谓的“卫藏十人”及其弟子的经营，

卫藏地区的寺院开始初具规模②。 

一般而言，虽然上路弘法的时间要比下路弘法晚几十年，但益西沃在古格执政后首先

采取的弘法措施也是大兴寺院。有研究者认为，益西沃时代最早建成的寺院为 992 年在久

拉地方兴建的巴甘绛农林寺③，不过，此寺只是益西沃时代大规模建寺活动的前奏，真正标

志着阿里地区佛教寺院建设运动的高潮的重大事件是 996 年举世闻名的托林寺的兴建。托

林寺建成后在整个后弘期都是古格乃至阿里的首要寺院，所有藏族史家在记载后弘期西部

佛教的复兴事迹时都会特别提到托林寺的修建，但都没有给出建寺的具体情况，只有《阿

里王统记》时间清晰： 

阳火猴年（996 年），托林寺肇基于古格。阳土龙年（1028 年），大新寺宇，

赐名托林红殿吉祥无比天成寺。④ 

与益西沃修建托林寺差不多同时，他的兄弟柯热在普兰也修建了著名的科迦寺的前身

“雪雨如意天成寺（ཁ་ཆར་ཡིད་བཞིན་ʉན་Ǽི་ǿབ་པའི་གɫག་ལག་ཁང）”。另外，现在阿里考古发现的皮央寺的前

身皮瓦寺（པི་ཝར་དཀར་སག་ʈ་ཁང）也是这一时期兴建的，同时《阿里王统记》还记载了托林寺修建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阿里还兴建了不下一百座的寺庙⑤，可见当时佛寺兴建运动工程之浩大。

此外，还有一些寺院的修建肯定被文献记载所遗漏。位于斯比蒂的塔波寺是近代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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